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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两代，政府及官方不遗余力地引进江南先进稻作技术，以在畿辅地区
推广水稻种植，形成了明清农业史上一道景观。学界虽对此有所涉猎，但很少有人
分析当时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的起因与背景。本文从生态学史的三个重要维度人
口、资源与环境出发，从长时段来揭橥明清畿辅种稻运动背后所隐藏的背景，认为
畿辅地区环境恶化、人口增长导致的人地矛盾与粮食匮乏是这次水稻推广运动发生
的根本原因；而江南的先进农业、水利技术与江南士人的推动是这次水稻推广运动
的重要外部动力。同时，本文还重新厘清了先前畿辅种稻史中的若干观点，并提出
了自己的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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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启元年，丧母后一直居家讲学的江
西籍官员邹元标被朝廷重新起用，回到阔别
近三十年的北京后，京城附近农田中的景象
令他十分咋舌：记忆中的旱地作物很多已被
漠漠的水田所代替，青青的稻苗与阵阵车戽
之声让他仿佛嗅到了江南的气息，他不禁感
叹道：“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
所在皆稻，种水田之利也。”［１］其实，这种经
历并不是邹元标所独有的，在明清两代，很
多南来士人包括畿辅①本地的老百姓都能明

显地感受到当地农业景观正在经历的这一巨

变。雍正年间，直隶的一位地方志编纂者欣
喜地记下行唐县因水稻种植而发生的环境变

化，称种稻之处 “倚桥为闸，随塍为沟，数
里皆稻乡，从前所未有也，”每当夏季来临
时，“秔稻正肥，芰荷交香，互发风景，颇
似江南。”［２］上述两个事例仅仅是明清两代畿
辅地区大规模水稻种植运动的一个缩影。在
明清时期，国家与士人联合推动一场大规模

的农业改革，把原本植于卑湿江南的水稻推
广到干旱的畿辅地区。②这场运动是当时国
家在政治与农业经济领域所主导的一次轰动

事件，时至今日，仍然吸引着众多学者的研
究与驻足。
对于明清两代畿辅地区大规模水稻种植

的背景与起因，前贤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
只是在论述畿辅水利或畿辅地区稻作历史之

时曾对这场种稻运动发生的政治、经济背景
略有涉及，董凯忱、张芳、汪家伦、王培
华、卜正民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Ｂｒｏｏｋ）等学者的研
究③认为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却要依赖于
东南漕粮，造成了江南赋重民贫。为了改变
仰食江南的局面与发展畿辅地区的粮食自给

能力，所以才有了明清两代持续不断地在畿
辅地区推广水稻种植的努力。
最近，笔者在搜集畿辅地区稻作史资料

之时，对此问题有了新的看法。笔者认为：
先前那种粗线条的分析把明清两代畿辅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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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种植的背景仅仅归因于经济和政治两个

方面，而主要着眼于江南，突出强调江南籍
官员对畿辅水稻种植的推动作用，这种感官
上直觉的看法虽然没错误，但亦是有缺陷
的。首先，它的研究焦点过多投射于江南，
而忽视了对畿辅地区的关注与分析，畿辅地
区自身的需求才是导致水稻在此地区推广的

最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它不能回答一
系列细节的问题，如在中古时代，华北地区
有着相当成熟的稻作技术，为何明清时华北
却要转而从其他地区引进稻作技术，这中间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发展农业生产的途径有

多种，为何偏偏选择在自然条件似乎不太适
合稻作的畿辅地区种植水稻？为什么当时需

要从江南地区引进稻作技术，主要想引进的
又是哪种具体技术？本文尝试以彼时畿辅地

区的人口、资源、环境等生态因素为切入
点，来揭橥明清畿辅种稻运动背后所隐藏的
背景，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公元十世纪之前华北地区④的
环境、水稻种植与稻作技术

　　先秦时期，华北平原的环境受人类活动
影响较小，气候温暖湿润，湖沼星罗棋布，
自然植被保持良好，野生动物大量生长繁
殖。据邹逸麟统计，当时仅在黄淮海平原范
围内，就有４０个左右的大小湖沼，其中的
孟诸泽在历史上甚至被人与南方大泽云梦泽

相提并论。［３］王利华的研究表明，汉唐时代，
华北平原仍然具备良好的生态环境，众多湖
泊镶嵌其间，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当时的
华北地区具有一个丰水环境，湖泊泽薮数量
众多，河流在枯水期仍能保持一定水量。［４］

《水经注》记载的河北平原上的湖沼数量就
有４０多个，如此丰富的水源为当时水稻的
种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当时有些水稻种植
颇具规模，如东汉渔阳太守张堪于狐奴 （今

顺义县境内）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
种，［５］唐高宗时，裴行方 “引泸沟水广开稻
田数千顷”，百姓甚赖其利。［６］

当江南之地的稻作技术还停留在火耕水

耨粗放阶段之时，北方的稻作技术却早已大
踏步前进，并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成书
于西汉晚期的 《氾胜之书》中就有对北方水
稻栽培的专门论述，对水稻的稻区选择、播
种用量与稻田温度等有所涉及。其后，贾思
勰的 《齐民要术》系统地总结了公元六世纪
以前的黄河流域的稻作技术，并专辟 《水稻
第十一》一节，对北方水稻技术进行描述，
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华北地区稻作技术的

真实面貌。
在稻种选择与浸种方面，贾氏要求首先

用浮选法对稻种进行筛选，以便除去秕种、
坏种与杂草种子，然后在水中浸泡三宿，针
对北方气候寒冷的特点，浸泡过的稻种要放
在草篅中捂着催芽；在稻田整治方面，首先
要选择好稻区，做到 “水均”，即稻田中水
的深浅要适宜，稻田放水十日后，还要 “曳
陸轴十遍”，并建议 “遍数唯多为良”；［７］在
田间管理方面，当稻苗长到七八寸时，用镰
刀伸入水田中把杂草割去，等到稻苗渐渐长
大之后，再进行拔草，这种人工除草方式比
只依靠水淹来除草的 “水耨”方法先进的
多；同时，书中对稻种的储藏、水稻的加工
亦有论述。值得注意的是，稻作史上两项重
大成就已在当时华北地区得到应用。一是烤
田，即人为地对稻田水分进行控制的方法，
具体内容是：在水稻生长过程中的某一段时
间里，将稻田里的水排干，令太阳曝晒田
地，使得田面干裂，扯断水稻的横根，这样
才能使水稻的主要根系 （顶根）扎的更深，
并使得空气进入土壤中，加速养分的分解，
从而令水稻生长更加旺盛，并有效地避免水
稻倒伏现象。烤田时要把握好程度，须 “量
时水旱而溉之”。［８］另一项稻作技术成就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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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稻田水温的调控，这早在 《氾胜之书》中
就有记载，即 “始种，稻欲温，温者缺其
堘，令水道相直；夏至后大热，令水道
错”。［９］以便在低温的春季尽量避免灌入冷
水，来保持稻田温暖；在高温的夏季则最大
量灌入冷水，以便降低稻田的水温。

　　二、华北地区环境恶化与已有常
规稻作体系的崩溃

　　经过唐末安史之乱与五代十国混战局面
之后，华北平原的植被遭到破坏，水利设施
多被摧毁，水稻生长所依赖的水资源也日益
变得稀缺，先前在 《水经注》里所记载的河
北泽薮，很多已经变小甚至业已消失，水稻
种植业开始走向衰落。至少有两个事例可以
从侧面反映宋代北方稻作的不景气，在种稻
时甚至需依赖其他地区的技术：一是北宋时
何承矩、黄懋曾在河北地区屯田种稻，由于
其没有种稻经验，第一年错用了南方的晚熟
品种，结果当年 “值霜早不成”，［１０］翌年改
用江东早稻才获得丰收；二是北宋年间，朝
廷竟 “遣尚书职方员外郎沈厚载出怀、卫、
磁、相、邢、洺、镇、赵等州，教民种水
田”，［１１］而在汉唐时代，上述这些地区都曾
有过种植水稻的记载。
迨至元明清时期，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

又遭到了进一步的破坏，元明清三代建都北
京，为了建造宫殿与王公贵族的府邸私宅、
燃烧薪柴以及京城日用的需要，树木遭到了
灭绝性地砍伐，导致了森林锐减，植被涵养
水源的能力下降，一遇大雨，河流泥沙俱
下，洪水肆意涌动，破坏农田。明清时期，
直隶境内 “河道半皆淤滞，沟渠亦多荒
废”，［１２］河北平原上的零星湖泊也大多淤塞，
所剩无几。在这样的环境下，华北的水稻种
植业举步维艰，而且极不稳定。在有些地
区，水稻只在水源比较丰富的年份种植，一

旦缺水，农民就开始种植黍、麦等旱地作
物；在另一些地区，曾经种植水稻的记忆永
远封存在了历史的尘埃中，例如乐亭县境内
在北齐时曾在平州刺史嵇晔建议下开陂种

稻，收获颇丰，但在明清时此邑却出现 “若

云水稻，乡民有毕生未见者”的情景。［１３］在

传统社会时期，水稻技术的载体是个体的
人，而个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长时间不种
水稻，种稻技术就很容易随着技术载体———

人的死亡而失传，先前在 《齐民要术》中所
展现出来的那种高超稻作技术逐渐被农民所

遗忘。一旦遇到降水量丰富的年份，种植常
规旱地作物可能会被淹没，面对复杂的水稻
种植，他们只能四顾茫然，转而向他方寻求
技术支持。

尽管五代至北宋时期，整个华北地区的
气候有一个回温趋向，但在元代至清末这段
时间里，华北的气候则变得更加寒冷，且更

为干燥，［１４］再加上湖沼数量减少，使得水稻

种植举步维艰。在这种生态环境下，小麦逐
渐演变成为华北地区的主粮作物。这主要是
因为小麦是耐寒作物，可以在冬季继续生
长，冬小麦的出现不但避开了普通春季作物
在播种时面临着华北地区春旱威胁的尴尬状

况，而且增加了土地的利用效率，使得两年
三熟制从理论上出现了可能。小麦这种无可
比拟的优点让人们对它更加重视，到了唐中
后期，小麦的地位便上升到和粟同样的高
度，麦作技术也随之日趋成熟起来，成书于
元代的 《王祯农书》中就记载了麦钐、麦
绰、麦笼等麦作农具，华北地区逐渐形成了
一套完整的麦作技术体系。到了明代，小麦
已占据了华北地区首粮作物的地位，史称
“燕、秦、晋、豫、齐、鲁诸道，丞民粒食，

小麦居半”。［１５］小麦的主导地位使得人们更

加忽略对水稻的种植，麦作技术的广泛应用
加速了华北原有稻作技术的消解与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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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明清时畿辅地区的人口压力、
人地关系与新的技术需求

　　元明两代鼎革战争使得原本人口就不甚
稠密的畿辅地区的人口遭到进一步的削减，
北京城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城野地区数里不
见人烟，据统计，明太祖洪武二年，整个北
平府只有４８９７３人。［１６］为了充实人口以戍卫
北方边境，抵御蒙古残余势力的进攻，从洪
武年间开始，政府进行大规模的移民，靖难
之役后，明成祖通过移民来进一步充实京畿
地区的人口。为了鼓励畿辅地区农民发展农
业生产，永乐、宣德年间，明政府宣布北直
隶八府新垦荒地享受 “永不起科”的优惠待
遇，这些措施对畿辅地区人口的增长与土地
的开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人口迅速恢复。
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经济开始重新振作起来，
有些地区甚至因为人口众多而出现危机，如
保定府境内雄县物产丰富，但是当地人民却
并不感到快乐，造成这种现象的最主要的原
因之一即是 “生齿日益矣”。［１７］

清代在康熙帝 “盛世滋丁，永不加赋”
的谕旨与雍正帝 “摊丁入亩”的政策鼓励之
下，人口数量得到了进一步增长。具体到直
隶来说，清初顺治四年，直隶原有遗民７００
万人，加上顺治四年前入关的满人１９２万，
共计约９００多万。乾隆４１年人口增加至

１７７９．９万，到清末光绪１９年，直隶的人口
已达到３３９６万。［１８］庞大的人口基数与稳定
的增长率，使得直隶成为当时人口大省
之一。
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了对粮食需求的增

大，为了满足人口对粮食的需求，河北开展
了垦殖荒地的高潮。但是土地的数量是有限
的，随着比较适宜耕作的土地大部分被开发
殆尽，本地区无地的农民一部分向关外的东
北、内蒙一带迁徙，另一部分则向山区或以

前不太适宜耕作的地方垦殖，如在保定府一
带 “悬崖幽壑，靡不芟其翳，焚其芜而辟之
以为田”。［１９］由于直隶地区处于海河流域并
东面临海，沮洳之地以及沿河近淀的低洼地
占有很大的比例，对此类土地的利用就成了
当时解决人地矛盾的主要途径，如直隶境内
号称畿内大泽的七里海、西淀，在明清时已
经被大面积围圩耕种。但是北人素不习水
利，在傍河或洼地种田时往往会遭受到自然
环境的巨创，很多垦殖活动都以失败告终。
如望都县滨河种稻时， “旋逢霖雨六十日，
河水暴涨，沟渠刷平，稻田从此墟矣”。［２０］

保定地区 “稻不产，盖隄南地薄，堤北水
大，稻宜水，而水大即租种，又十年九潦
焉。”［２１］接连地失败使畿辅地区的农民急切
盼望掌握悍水筑堤、开渠引水的先进技术，
在畿辅水稻种植工程的倡导者所留下的著作

中，我们也能看到此种需求的强烈。⑤而南
方人们在唐宋以前就开始向水要田，围湖造
田与建造圩田的技术相当发达，这就为北方
寻求水利技术奠定了客观基础。

　　四、失败的漕粮运输及其带来的
严重弊端

　　明清时期，生态环境恶化、人口激增与
尖锐的人地矛盾令华北粮食供给严重不足。
英国人类学家理查德·威尔金森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有一个著名理论：人口增长
与环境变化会扰乱某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为了减轻生态系统的变化所带来的压力，人
们会进行一系列改革 （多数是技术方面的改
革）与调整来适应新的环境；但是人口压力
并没有减轻，反而会激起 “贫穷”，增长的
贫穷反过来又会导致探索新的谋生方式。最
终的结果是，这个地方群体的自给自足开始
崩溃，缺乏的物资要依赖其他地方的进口，
最终经济发展就此形成。［２２］在当时的华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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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虽然也面临着类似于威氏所描述的情
况，但是不同于威氏理论的是，华北粮食缺
口的弥补并不是依赖于通过经济手段从其他

粮食丰产区经由商人贩运过来，而是明清两
代政府通过政治力量从南方⑥征收的漕粮。
明清两代，政府继续沿袭元代的漕运制

度，经由京杭大运河把南方征收的漕粮运到
京师，以供皇室、王公大臣以及驻守军队的
需求。关于每年上缴漕粮的数量，据 《明实
录》记载，有明一代，输送到京师漕粮最多
的年份为１４３２年，漕粮数量为６７４２８５４石，
入京漕粮最少的年份是１６０２年，此年的漕
粮为１３８１５００石，其他年份的数量都为４００
万石左右；［２３］清代漕运数量，每年漕粮正米

４００万石，实际运到北京通州各仓的也就

３００多万石。［２４］南来的漕粮是否能够足以支
撑北京城甚至整个畿辅地区的对粮食的需

求？以清代为例，清代的漕粮主要消耗部分
是驻扎京师的八旗劲旅，据曹树基先生的估
计，仅顺治二年，留在北京的八旗壮丁约

６．３万人，加上家属约有２５万人，以后呈
逐年增加状态，［２５］这些八旗子弟及其家属不
论男女老少都会按月分给米粮，消费了大半
漕粮。如乾隆年间 “大抵京通两仓所收米，
曰官俸，曰官粮，亦名甲米。二者去全漕十
之六。”［２６］最多时候甚至消耗接近３００万石。
其余的漕粮主要用于拨给各地驻兵军饷，有
时沿运河各省也会对漕粮进行截留。政府有
时甚至因为漕粮不足而采取采购粮食的方法

来补充京师的食粮，除了极个别的灾荒年
份，漕粮根本就不能泽及京师中的普通百
姓，更遑论畿辅地区其他的百姓。
漕粮不能成功地解决畿辅地区的食粮问

题，畿辅地区大多数人口还是要从他们所生
存的土地上寻找食物来源。而且漕运还引发
了其他一系列弊端：如维护运河的运行需花
费大量的人工和财力，保漕与沿河地段农业
灌溉之间的矛盾等，其中最为严重的后果即

是漕运制度对承担漕运的八省尤其是江南各

府的社会经济上的损害，沉重的漕粮负担使
得江南人们苦不堪言，使得江南地区地竭民
贫，在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盛者衰，登者
耗，富者贫，贫者死或徙的悲惨局面。明清
以来，江南自身的农业结构也在进行变化，
从以种粮为主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纺织业的
发达使得桑争稻田、棉争粮田的现象愈演愈
烈，在有些地区甚至百分之九十的耕地都被
用来种植棉花，而粮食却只能依靠外地输
入，［２７］如湖南省每年大约向江南地区运送５
百万石粮食。［２８］粮食不能自给却要缴纳漕
粮，这使得许多南方籍官员、学者对北方坐
吃山空，靠南方来养活的漕运政策很是不
满，从而促使他们寻求解决此问题的出路。

　　五、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先进的稻
作及水利技术

　　与畿辅地区萧瑟凋敝的农业状况不同，
江南地区从唐宋以来就走上一条精耕细作的

道路，农业生产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时江
南地区在水稻种植制度、水稻选种、稻田整
地技术、育秧与移栽技术、施肥、水稻病虫
害防治与水稻收藏技术等方面都比以前有了

突破性的发展，尤其在土地利用与水利灌溉
技术方面，更是达到了无所匹敌的程度，这
些都为江南地区先进稻作技术向畿辅地区的

传播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在水稻种植制度方面，稻麦二熟制在清

代时已在江南基本普及开来，连作稻在明清
时期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外，明清时期
江南地区还存在混作稻、再生稻以及间作稻
的种植，这些种植制度极大地增加了土地的
利用效率，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向前发展。
在水稻育秧移栽技术方面，宋元时代，

江南地区在水稻浸种的时间、浸种办法、催
芽方法等方面就已有很多的创新，明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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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浸种技术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书明
代的 《便民图纂》中就已对早稻和晚稻的浸
种时间做了区分；在秧田的整治方面，明清
时期也有了相当严格的要求，最好能够使
“土烂如麪，水平如镜。”［２９］同时，对秧苗生
长的控制也是明清江南农学的一个新发展，
《沈氏农书》云：“若秧色太嫩，不妨阁干，
使其苍老，所谓秧好半年田。……若亢旱之
年，又不可早将秧壅兴，恐插莳迟，而秧蒿
败也。”［３０］在移栽之时，还特别注意植株间
的距离、插秧的深浅等具体细节问题。
明清时江南地区在肥料技术方面也取得

了重大突破，甚至有学者认为明代中期到清
代中前期江南地区出现了一场 “肥料革命”。
肥料技术的进步首先表现在肥料的种类比前

代有了显著的增加，在宋元史料记载中只有

６０多种肥料，而在清代，肥料的种类达到

１２５种；其次，彼时江南地区施肥时已注重
基肥和追肥的结合，农民形象地把基肥和追
肥分别称为 “垫底”与 “接力”，在明代后
期的 《沈氏农书》中，已出现根据苗情来确
定是否施用追肥的 “看苗追肥”的先进方
法；再次，饼肥在此时得到了推广，饼肥的
使用克服了以往肥料体积大、肥力小且不方
便运输的弱点，减轻了施肥过程中的劳动强
度，使得肥料可以被运输到距离乡村较远的
农田中，大大增加了作物的收成，以至于被
帕金斯称为明清时期中国技术普遍停滞景象

中的一个例外。［３１］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不仅拥有当时最先进

的稻作技术，最重要的是有一套完善的低洼
地利用技术与发达的水利技术，这才是江南
稻作能够取得旱涝稳收的保证，亦是华北地
区此时最缺乏且最为需要的技术。早在宋元
时代，江南人民就根据地势因地制宜地创造
出多种田制，如围田、梯田、葑田等，其中
的最重要的即是即可在水涨时障水，又可在
干旱时放水的围田。围田的出现解决了 “江

淮之间，地多薮泽，或濒水，不时淹没，妨
于耕种”的问题，［３２］使得江南地区变得水旱
有赖、常稔不荒。在明清时代，围田在江南
得到普遍的运用，“江以南地卑多水，民间
之田，皆筑土为岸，环而不断，随地形势，
四面各筑大案以障水，中间又为小岸。”［３３］

此外，江南地区有一套发达的灌溉技术，明
人袁黄甚至称：“江南之田，全资灌溉”，［３４］

在 《王祯农书》的灌溉门中，就记载有水利
灌溉机械２３种，其中大部分都是江南所普
遍使用的。颇有功效的灌溉工具翻车与筒
车，在 《宝坻劝农书》中被标注为江南或稻
田专属使用的器械，在北方却没有得到很好
的应用。明清时江南地区还有一套在遭遇水
灾后恢复稻田生产的办法，涉及寻种下秧、
买苗补栽、车水保苗等具体技术技巧，这在
徐光启的 《告乡里文》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显示出此时江南高超的稻作技术。［３５］

　　六、明清南方士人眼中的畿辅生
态意象及其反应

　　明清两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各地交流
的频繁，加之做官或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数
量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人穿梭往来于京城与
他们家乡之间。彼时南北方生态环境的巨大
差异，使得南方到畿辅地区做官或游历的士
人在沿途感受到极大的 “生态震惊”，⑦他们
用笔记录下他们对这种与南方迥然不同的生

态环境的感受，这种生态意象对他们后来倡
导在畿辅地区发展稻作的行为有一定的

影响。
早在元代，王祯就对京畿地区水利灌溉

工程的废弃表达过自己的不满，明代万历年
间，袁黄从家乡浙江嘉善来到天津宝坻县任
县令，从一个 “饭稻羹鱼”的鱼米之乡来到
畿辅地区后，面对陌生的生态环境，袁黄在
著作 《劝农书》中表达了他的惊诧：该县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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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多种植春小麦，而在冬天则把土地随意撂
荒；该地农民在农业生产上单纯依赖老天，
而不通晓灌溉的方法；该县滨海一带的土地
与沙田大多废弃不耕，简直就像把黄金随意
扔掉那样浪费；在已耕种的土地上，坦平无
岸，潦湿之时不能挡水，干旱之时又不能蓄
水，导致旱涝皆苦；前代在此所建的水利工
程大多已经 “日久废驰”；此地猪与羊等牲
畜大多散养，农民不懂得把其粪便运送到田
地中肥田，到处散落的粪便使得该邑 “街道
不净，地气多秽，井水多盐”。［３６］明末徐光
启从寸土无间的江南来到天津之后，也对畿
辅地区土地空旷且利用率极低表示震惊，在
一封家书中，他写道： “荒田无数，至贵者
不过六七分一亩，贱者不过二三厘……其余
尚有无主无粮的荒田，一望八九十里，无
数，任人开种，任人牧牛羊也。”［３７］清代，
福建漳浦人蓝鼎元在其著作 《论北直水利
书》中谈及他的北方生态意象：“愚少长海
滨，躬耕作苦，勺水寸地，视若奇珍。及渡
江淮，过齐鲁，抵京师，所见万顷平原，枯
燥为陆。河湖淀荡，水浅沙淤，至于夏秋霖
雨，则又皆成巨浸。”［３８］清代末年，安徽人
周盛传在请求复津东水利的禀告里写道：
“盛传自从事新城往来津、静南洼之交，见
海河两岸，空廓百余里，地废不耕，弃为沮
洳，窃尝咨嗟太息。”［３９］

面对畿辅地区这种污莱遍野、弃地如破
履的状况，又联想到江南赋税沉重，人民终
日胼手胝足而不能自给的悲惨情景，江南籍
的士人或官员纷纷对京师坐食的局面表示愤

慨与不满，并形成了南北方的区域对立与矛
盾。如徐光启就对朝廷这种 “使远方之民胼
胝而作之，又跋涉以输之，则辇毂之下，坐
而食之”制度表示不满，并把江南和畿辅
（辇毂之下）比作一个父亲的两个儿子，一
个勤劳能干，一个好吃懒做，勤劳的江南不
但要供养父亲，还要供养懒惰的畿辅地区，

这样会导致 “懒者益懒”的局面。［４０］于是他
们开始呼吁发展畿辅地区自身的农业生产，
增强畿辅粮食自给能力，从而实现 “四百万
石之漕粮，可取足于辇毂之下，而长运可
息，民力可苏矣”的目标。他们选择了水稻
作为发展畿辅农业生产的手段，对于选择水
稻的原因，冯桂芬在其 《校邠庐抗议》中有
着精辟的论述：“夫一亩之稻，可以活一人，
十亩之粱若麦亦仅可活一人……西北地脉深
厚，胜于东南涂泥之土，而所种止粱麦，所
用止高壤，其低平宜稻之地，雨至水汇，一
片汪洋，不宜粱麦。夫宜稻而种粱麦，已折
十人之食为一人之食，况并不能种粱麦乎？
然则地之弃也多矣，吾民之夭阏也亦多
矣。”［４１］在雨水多的年份，他们或利用被委
派到畿辅各地消除积水之机，或在水灾后兴
修水利工程之时，开始把江南的稻作技术传
到畿辅低洼之地，从而开启了明清两代畿辅
地区大规模种植水稻的风气。

　　七、余论

马尔萨斯理论认为资源数量是有限的，
有限的资源为人口的增长设定了一个限度，
一旦超出这一限度，人均食物占有量将减
少，人口压力将会凸显出来。人口压力模式
理论的倡导者们发展了马尔萨斯的理论，他
们认为人口压力是技术改革的原动力，当一
个种群的人口数量接近极限、超出生态环境
的正常负载力之时，就会激发起社会或技术
革新来缓解这一压力。［４２］明清两代，畿辅地
区由于环境恶化而失去在中古时代原本拥有

的高超植稻技术，随着人口增长，人口压力
出现，人地矛盾开始出现并愈演愈烈，肥沃
的耕地已被耕种殆尽，只留下一些不宜耕种
的沮洳之地。为了寻求足够的粮食以养活畿
辅地区的人口，政府积极从富饶的江南通过
漕运把粮食运送到京师。但运来的漕粮只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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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政府机构的开支，根本无法泽及普通百
姓，这使得百姓还是处于粮食短缺的困苦
中，从而希望以技术的改革来缓解人口压
力。此时，江南地区农业发达，拥有一套先
进的稻作技术和水利灌溉技术，并且在沮洳
低洼地的开发利用方面颇有成效，具备了向
畿辅地区传播先进农业技术的条件。江南士
人官员在往来南北的旅程中，看到南方寸土
无间，而百姓苦于重赋，北方沮洳滩涂众多
而不加利用，于是就呼吁把江南的稻作技术
引入畿辅地区，并建议在畿辅地区发展水田
事业。加之当时畿辅水患频仍，南方籍官员
们借治水利、消积水之机，身体力行、著书
教民，把江南地区的稻作技术传入，从而开
启了明清两代畿辅地区水稻种植与水田开辟

的一轮热潮。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不但可以窥见畿辅

种稻实践背后所隐藏的复杂的生态背景，也
可以给予很多前人所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一个

合理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畿辅地区之所
以向南方学习水稻技术，最主要的原因是自
身发达的稻作技术已随着当地环境的恶化与

水稻种植的废弃而失传，随着人口的增长与
粮食的匮乏，可耕之地已无剩余，不得不在
沮洳、低洼之地的利用上寻找技术突破口，
以扩大耕地面积，养活当地庞大的人口，而
此时南方稻作技术已然走向成熟，所以畿辅
地区不得不 “礼失求野”。畿辅水稻种植提
倡者们之所以把水稻种植当做振兴畿辅农业

的最主要手段，并不单纯地是因为水稻高
产，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北方可利用的耕地
只是些沮洳、低洼之地，种植常规旱地作物
会被水淹没或冲垮，所以只能选择水稻这种
耐水作物来树艺。北方希望从南方得到的技
术支持也并不仅仅是狭义上的水稻种植技

术，而是广义的水利技术与制田技术，这都
与当时北方所面临的具体生态环境有关。
［本文受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科技知

识的创造与传播”重大项目资助。论文写作
过程中，得到曾雄生研究员的帮助，并在南
开大学环境史博士生论坛中得到余新忠教授

的指导，特此感谢］

　　注释：

①畿辅一词，畿代表京畿，辅代表其附近的地
区，畿辅一词泛指京城及其附近的地区。本文中，

我们把畿辅的地理范围限定在清代直隶省的范围，

文中的河北、华北、北方大致亦是代指此地。

②推广水稻种植的努力在明清两代一直连续不
断，在清代雍正年间达到最盛，从雍正四年到七
年，在畿辅地区共营水田近六千顷。

③具体请参见董凯忱 《明清两代的 “畿辅水
利”》、张芳 《明清农田水利研究》、汪家伦 《徐光
启论农田水利》、王培华 《元明清华北西北水利三
论》、梁维 《清代雍正时期直隶地区营田水利研
究》、卜正民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Ｍ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等
研究成果。

④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所以周边地区才称为
畿辅地区，此前此地区不能称为畿辅，姑且称为华
北地区，大致与元明清畿辅表示同一地理范围。

⑤从元代虞集的水利议中就提及 “用浙人之
法，筑隄捍水为田”，可见当时主要是想学习南方
发达的水利技术而非单纯的稻作技术。在明清后继
的汪应蛟、左光斗、袁黄、徐贞明与怡亲王等人的
奏折与提议中，都把学习南方的引水、圩田技术放
在首要的位置。

⑥此处所指的南方，并非是现在地理概念上的
南方，而是对 “直隶”以南地方的称呼；虽然明清
时的漕粮多半出于江南地区，但是北方的山东、河
南二省也每年缴纳漕粮。

⑦ “生态震惊”一词是笔者借用社会学概念
“文化震惊”（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ｈｏｃｋ）所创造的词语，指长
期生活在某种生态环境中的人在初次接触到另一种

生态环境时所产生的思想上与心理上的不安与

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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